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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地方資料研究抗日戰爭時期江蘇徐州豐縣西北村寨的鄉紳以及地

方近代化的過程。自咸豐、同治年間的捻軍之亂以來，當地鄉紳以寨子為基礎，

凝聚家族和社群，強化自衞和自治。及至抗戰初期，鄉紳在王獻臣、共產黨和國

民黨三方勢力之間觀望，在抗日與自衞之間徘徊。1938年12月，歸順日軍的王

獻臣主力被國共雙方聯手殲滅，鄉紳在自衞邏輯下全面投向國民黨，組建區常備

隊抗日，但隨即在1939年5月被日軍圍殲，死傷慘重。失去地方精英支持的國民

黨勢力在鄉村岌岌可危，共產黨則乘機代替鄉紳建設鄉村政權，形成兩套行政體

系，加劇國共之爭。1940年6月，國共雙方在豐縣西北短兵相接，國民黨勢力被

驅逐，殘餘鄉紳逃亡他鄉，地方精英構建的「保護型經紀」統治體系逐漸被政權武

力移除，為中共在江蘇北部建設紅色鄉村創造了條件。

關鍵詞：抗日戰爭　江蘇豐縣　寨圩　地方精英　淪陷政治

1939年1月25日清晨，江蘇省徐州豐縣西北境一座名為鬼莊的寨子外，

三百多名日軍在四角架上輕重機槍、寨門口支上大炮，肆意洗劫村莊。日軍

一共搶走44萬斤麥子、38頭驢牛、130隻青山羊、200隻雞鴨、16幅鄭板橋等

名家書畫和10箱紫銅佛像。搶劫之後，縱火焚燒全村一千多間房屋，佔地

380畝的鬼莊寨變成一片焦土，寨主的三十間磚瓦樓房也未倖免於難，成為名

副其實的「鬼莊」1。鬼莊寨於1858年由渠氏家族修建，正值清朝咸豐、同治

捻軍之亂（捻亂）期間（1853-1868），寨牆周長450丈，四角各有一座炮樓，只

開一個東門，內外挖有三道壕溝，居民以吊橋進出2。日軍此次只是放火搶

戰中之戰：抗戰時期 
江蘇西北鄉紳的抉擇

●張　雷

＊	首先，感謝鄉黨劉文忠、許硯君、田效民、高昌忠諸先生，以及張言俊、時念元、

時念民、劉元秋、崔亞軍、許正尚、李飛、張穎的幫助。其次，感謝香港嶺南大學

Faculty	Research	Grant	(101894)的支持。筆者生長於其中一座村寨	，現在人煙零

落，恐又要歸於荊茅之地，特以此文紀念，冀小村青史留名。

c192-202108007.indd   62c192-202108007.indd   62 9/8/2022   下午2:289/8/2022   下午2:28



	抗戰時期江蘇	 63	

	西北鄉紳的抉擇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2年8月號　總第一九二期

劫，並未殺人屠村，更像是一種示威性的警告，因為剛佔領豐縣的日軍意圖

威懾鄉紳，而非斬盡殺絕。這是鬼莊寨自捻亂以來首次被攻破，開啟鬼莊、

茅莊、便集（以下統稱「西北三寨」）以及鄰近村寨淪陷的序幕。

傳統的抗戰史研究認為，抗戰模式大致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敵，共產

黨在敵後戰場游擊、建設根據地，而地方社會則作為動員和犧牲的對象，成

為戰爭的背景（backdrop）而非角色（actor）3。近三十年來對淪陷區的研究發

現，抗戰並非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對眾多當事者而言，對

抗或合作只不過是一種生存策略4。不過，淪陷區研究仍遵從一種自上而下

的敍事模式，而且多限於城市5。相對城市，淪陷區的鄉村並非只有民眾和

日軍兩個角色，同時還有國民黨或共產黨，或者兩者兼有，其複雜性和曖昧

性往往甚於城市。

美國學者西波特（Peter J. Seybolt）研究河南（豫）北部內黃縣的抗戰，指出

此縣的戰爭多在中國人之間而非中日之間展開，這種混戰消解了國民政府的

合法性，損害了地方精英，起初利於日本的佔領統治，最終幫助中共掌控地

方；吳應銧則檢討了抗戰期間河南鞏縣的鄉村聯防力量與中共的分合6。事

實上，豫北鄉村在抗戰前已經失序，而且由於鄰近中共根據地，共產黨勢力

較強，國民黨勢力較弱。與河南鄉村相比，抗戰前江蘇（蘇）北部的鄉村社會

並未失序，地方精英以寨子維繫鄉村秩序。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與彭

慕蘭（Kenneth Pomeranz）都曾注意到近代江蘇、山東（魯）交界地區穩固的士

紳力量，可惜兩人的研究均未觸及抗戰時期7。抗戰之後，共產黨在蘇北崛

起，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也並未撤離，在鄉間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本文以

蘇北豐縣的三個互保村寨為例，將抗日戰爭地方化的現象呈現出來，在日

軍、共產黨和國民黨三足鼎立之勢下，探討鄉紳的生存之路與村寨權力變化， 

以及地方近代化的過程，揭示淪陷區鄉村的複雜面相。

本文並非以共產黨或國民黨視角寫鄉村，而是以地方視角書寫淪陷區的

鄉村政治，主要依據中國大陸和台灣所存史料：一是大陸的方志、族譜、村

史、政協文史資料以及中共地方黨史；二是豐縣旅台同鄉會於1977至2011年

間出版、每年一期的《豐縣文獻》，主要刊載豐縣赴台人員撰寫的人物回憶、

紀念文集、歷史掌故、家鄉禮俗等；三是《黃體潤日記》。黃體潤（1896-1996）， 

字玉山，江蘇豐縣人，是國民黨豐縣地方首腦人物，歷任國民黨豐縣黨部監

察委員、豐縣教育局長、代理縣長、豐縣保安旅副旅長、豐縣勘亂建國委員

會副主任等職務，1949年去台。豐縣檔案館所藏的《黃體潤日記》詳細記錄了

自1933年6月至1949年12月豐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情況，是江蘇省

唯一由國民黨縣級官員撰寫的地方日記8。

一　陷落前的豐縣村寨

1930年夏，一位調查了蘇北各縣的訪問者直言：蘇北鄉村是「封建的部落

經濟」，因為「人民的生活的單位是各個『土圍子』或說是『寨』或叫做『集』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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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做『莊』，總是這麼有三里五里的土牆（亦有磚砌的，亦有石砌的），四角豎立

着威武的砲樓」；「在這土圍子內，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個砲樓，

該當是寨主的宮殿了。四周有數十百家的農民，大都是種着寨主的土地。寨

主是有一百頃二百頃或者更多的數目的田地」；「在土寨以外，是四里五里的散

布了些小小村落；他們也大都是佃戶，種着那寨主所有的田地，彷彿是這寨

子的衞星似的」9。這正是豐縣鄉村聚落的真實寫照（圖1）。

圖1　豐縣西北三寨位置圖（豐縣略圖）

圖片來源：《豐縣文獻》，第1期（1977），封底；筆者改繪。

豐縣的鄉村寨圩始於捻亂。1858年安徽（皖）北部的捻軍縱兵屠戮豐縣縣

城，地方史稱之為「戊午兵事」，497位守城的豐縣士子戰死，一千餘人被殺。

豐縣紳民為保全身家性命，先後修築四十五座寨圩，深刻改變了豐縣鄉間的

聚落景觀bk。所謂「寨圩」，即在村莊外築成土牆，外挖壕溝，使得村莊易守

難攻，並組建武裝。豐縣西北的渠氏和劉氏兩大家族修築了三個堅固的寨

子，分別是渠氏的鬼莊、劉氏的茅莊和便集。渠、劉二族世代通婚，保持牢

固的社會網絡與認同，西北三寨以便集為中心形成犄角之勢（圖2），在豐縣的

邊陲相守相望，維繫地方精英的鄉村秩序bl。地方精英在傳統社會公益之

外，又承擔保全鄉里的責任，構建「保護型經紀」的鄉土互保體系，並賦予其

集體價值觀念bm。

村寨體系是地方精英應對社會失範的一種制度設計，也是社會失範的構

成部分。鄉紳以寨子為基礎，凝聚家族和社群，強化地方的自衞與自治bn。

捻亂平定之後，曾國藩試圖通過清圩，將林立的寨圩納入新的統治體系，但

寨子傾向獨立於官方之外，甚至對抗官府：「圩寨錯立，始則結寨以禦寇，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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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據寨以抗官。」bo孔飛力（Philip A. Kuhn）認為晚清士紳團練武裝的興起，在

佐助清王朝平定叛亂、擺脫統治危機的同時，導致地方上出現高度的軍事

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形態造成重大衝擊bp。村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

為蘇北地方自治的濫觴。

豐縣西北村寨體系的意義並非只限於政治和軍事，村寨同時還是完整而

獨立的生產單位。鄉紳通過庇護關係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同時提供土地和

生產工具，佃戶負責耕作和收穫，收成的80%歸地主，20%歸佃戶，地方百

姓稱這種租佃制度為「二八種地」bq。地主、佃戶之間雖有經濟和社會地位的

差距，但渠、劉二族並未虐待佃戶和製造仇恨，因為勞動力不足的地主與土

地不足的佃戶各取所需。村寨設有酒坊釀酒、油坊榨油，此外還熬製鹽硝，

土鹽生產使鄉村擺脫政府的食鹽控制，更加獨立於官方體系之外；土硝則用

來製作寨子土槍炮的彈藥，實現彈藥的自足br。

捻亂之後，豐縣西北村寨體系主要應付地方土匪。豐縣地處蘇魯兩省交

界，政府鞭長莫及，盜匪成風；結群成隊的魯西南盜匪，騎馬用槍，來去如

風，可謂真正的「山東響馬」，地方稱之為「大馬子」。小股土匪搶劫牛羊，掠奪 

財物；大股者則攻城拔寨，綁票勒索bs。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論述淮

北地區長期有組織的暴力模式時，提出兩種模式：一種採取侵掠性策略，包

括家族仇殺、土匪活動和私鹽販賣等走私行為；另一種採取防衞性策略，包括

看青、村社設防和各種形式的村莊自衞，保護稀缺的政治和經濟資源bt。村

寨是豐縣地方精英防衞性策略的載體，西北三寨鄉紳以寨子為防禦基地， 

強化武裝，對抗土匪與亂世。西北三寨護衞地方之舉也獲得官方認同，光緒

三十四年（1908），豐縣知縣王之全贈茅莊寨主劉汝舟（1869-1924）「保衞桑梓」

牌匾，懸於寨門之上ck。同時，鄉紳構建文化權力網絡以增強權力的合法

性，例如劉汝舟通過為養母建造節烈牌坊來塑造地方道德領袖cl。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茅莊寨主劉汝舟購置一百餘支長槍，鬼莊寨主渠

運怡也不惜重金購槍募勇，西北三寨在數十年間積累了豐富的武裝經驗，維

圖2　豐縣西北三寨示意圖

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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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持了一種半軍事化的狀態。1920年渠運怡去世，其子渠時漢接替寨主。渠時

漢（1891-1939），有豐縣的「西北王」之稱，輕財重義，愛馬愛槍，將護院武裝

擴充至七八十人；青年時期諳熟槍法，喜歡放鷹圍獵。渠時漢承襲地方「保護

型經紀」的統治體系，一是辦寨子，二是辦學校，並利用祖傳婦科和膿瘡藥

方，為鄉民無償治病，廣施恩惠cm，因此成為戰前豐縣西北的鄉紳領袖。總

之，自捻亂以來，西北三寨建立起鄉紳主導的互保村寨，融合政治和經濟雙

重功能，形成鄉村的自衞與自治體系，將國家權力影響限制在縣城。及至

1938年豐縣縣城淪陷，國家政權直接下鄉，士紳的鄉村秩序便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

二　三種勢力角逐下的鄉紳

1937年抗戰爆發後，豐縣的權力格局被打破，在原來的地方武裝之外，

出現三種武裝力量。首先是王獻臣（？-1941）的抗日自衞隊。王獻臣原為豐縣

出身的福建督軍兼省長李厚基屬下第三師師長，北伐戰爭（1926-1928）結束之

後退伍回鄉。1938年初，王獻臣組建抗日自衞隊，後被國民黨第五戰區游擊

總隊總指揮李明揚收編為第四支隊，王獻臣藉此收容地方武裝和幫眾，組建

近二千人的隊伍cn。其次是國民黨的豐縣義勇常備大隊（豐常）。豐常成立於

1937年底；1938年6月，豐縣代理縣長黃體潤改組豐常，在鄉間流亡抗日，

計有380人co。最後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義勇隊。中共自1928年起在豐縣的

學校發展黨員，1933年秋被國民政府肅清cp。抗戰以來，中共在抗日統一戰

線下，指派黨員王文彬回鄉重建組織，並說服豐縣國民黨部執行委員兼豐縣

中學校長李貞乾（1903-1942）加入共產黨。1938年春，李貞乾與王文彬等中共

黨員組建一百多人的抗日義勇隊，以豐縣東北境的家鄉為活動範圍cq。

在抗戰局勢不明的情形下，豐縣西北鄉紳（以下簡稱「西北鄉紳」）小心應

對王獻臣、共產黨和國民黨三方勢力。例如，地方士紳並未敵視新興的中共

勢力，而是出手相助。1938年春，中共黨員王效材和康文彬等在西北三寨所

屬的第四區（四區，全縣共有七區）舉辦農民抗日救亡訓練班，為中共抗日培

訓骨幹力量，渠時漢為訓練班提供場地，並出糧出錢解決八十多人的食宿問

題cr。渠時漢的族弟渠時湘則在中共黨員江兆瑞動員下，組建一支二十多人

的抗日游擊隊，由渠時湘任隊長，江兆瑞任政治指導員cs。

西北鄉紳雖尋求與國民黨豐縣政府合作，但也並非言聽計從，而且雙方

有歷史隔閡。豐縣自辛亥革命以來就有南北黨爭，「南黨」以縣城以南同盟會

會員為基礎，傾向孫中山的革命路線；「北黨」以縣城以北保守的鄉村士紳為

主，以孫基士為首領，忠於北洋政府ct。渠運怡和劉汝舟作為江蘇省議員都

是「北黨」骨幹dk。南北雙方相互傾軋，勢同水火。1928年春，國民黨籍豐縣

縣長王公璵將孫基士逮捕，以土豪劣紳勾結逆軍罪名處以死刑，「北黨」隨之

潰散。西北鄉紳因此與對「北黨」採取激進舉措的國民黨保持相當距離，直到

1930年王公璵調離、楊良接任縣長，而渠時漢後來於1932年救楊良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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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鄉紳的抉擇	

西北鄉紳與國民黨的關係才得以緩和dl。1937年11月，土匪因抗戰爆發蠢蠢

欲動，豐縣西北鄉間每夜均有劫案發生，鄉紳請求豐常聯合四區武裝，由時

任茅莊寨主劉樹森率領剿匪dm。

1938年5月18日，日軍以精銳兵力，從濟寧經豐縣南下截斷隴海鐵路（甘

肅蘭州至江蘇海州），包圍徐州，豐縣縣城淪陷。日軍設立駐豐日軍司令部，

暫時駐扎縣城，靜觀其變。豐縣縣長董玉玨撤離至皖北阜陽，黃體潤代行縣

長職務，帶領豐常流亡鄉村，而地方由於兵匪並起秩序大亂，渠時漢、劉樹

森等請求豐常駐防四區，維持治安。黃體潤將豐常主力移防茅莊附近，劉樹

森贈美酒二十五斤，並用四十隻雞犒軍dn。黃體潤率部移防時，特意修書給

鬼莊的渠時漢、茅莊的劉樹猷和劉樹森兄弟、便集的劉德遠等西北鄉紳，希

望聯合抗日，並協助催收稅費，維持地方秩序do：

樹猷，樹森，洪九，時漢，德遠，諸兄大鑒：敝部定於今日下午移防，

弟以事務紛忙，不克走辭。至深歉意，在此諸蒙關照，尤深感激，時局

多艱，至希兄等本素日愛國愛鄉之忱，聯合附近武力，砥柱中流，鎮壓

一切反動份子，以安人心而定地方。嗣後若有需用敝部之處，自當予以

充分協助。再關於收回農業食庫貸款，茲派劉隊長敬修住便集坐催，萬

希費神幫忙，俾得早日收齊，以濟軍需，為盼為感。

為了拉攏西北鄉紳，黃體潤到茅莊拜訪劉氏兄弟。劉樹森設宴款待，但杯酒

之間，雙方各懷心思。黃體潤認為地方鄉紳特別是渠時漢，武力強大，可善

可惡。因此兩日之後，黃體潤又赴鬼莊拜訪渠時漢，鼓吹共同抗日剿匪dp。

高牆深壕的西北三寨，因為地處蘇魯邊境，進可攻，退可守，國民黨希

望其成為重要的據點和稅費來源。首先，為了鞏固根基，黃體潤主動出擊，

整頓重鎮便集。便集是大型集市所在地，四方雜處，寨內已有三四十人投靠

日軍，寨外常有攔路搶劫之事，而便集吸食大煙者眾多。1938年10月，黃體

潤召集便集的保長及士紳訓話，令其團結良民，清除莠民，檢舉奸匪，禁止

種植大煙。其次，豐縣縣城淪陷之後縣城外金融崩潰，為了控制經濟、維持

軍餉，黃體潤重建地方金融，加強物資管制，確認財政需求；發行地方流通

券，並在茅莊印製，由縣政府經濟第二科科長劉萬傑駐村監印dq。然而，地

方百姓並不完全認同豐常，例如便集居民馬金時召集民眾二三十人，撕碎標

語，反對豐常駐扎，並拒絕使用流通券。黃體潤將馬金時作為漢奸槍決示

眾，震懾地方，同時調動豐常第五中隊進駐便集，協同第三中隊據守，鎮壓

反抗者dr。最後，國民黨豐縣政府在豐常的基礎上，組成區常備隊，增強武

裝力量。因為四區在全縣七區之中槍支最集中、最多，所以爭取四區士紳的

支持至關重要。但是，西北三寨等村寨的寨主並未堅定抗日決心，不願與國

民黨合作，存有觀望態度ds。

相對於豐常，西北鄉紳對王獻臣的抗日自衞隊敬而遠之，因為王獻臣駐

守豐縣東北，與西北井水不犯河水，王獻臣最直接的對手是同區的中共抗日

義勇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1938年8月，王獻臣與抗日義勇隊發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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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盤之爭，諳熟軍事的王獻臣據寨守險，將經驗不足的抗日義勇隊趕出豐縣dt。 

同時，王獻臣劍指豐縣縣長一職，被國民黨拒絕之後，開始與國民黨領導的

抗日統一戰線分庭抗禮，爭奪地方資源。10月武漢失守之後，日軍暫停正面進 

攻，轉而鞏固佔領區，誘降地方武裝，王獻臣乘機投靠日軍。12月21日，在

日軍支持下，王獻臣率千餘人攻破抗日義勇隊隊長李貞乾的老家李新莊ek。

隨後，雄心勃勃的王獻臣準備進攻駐守西北的豐常，統一全縣。

鑒於西北鄉紳的武裝實力與地方影響，王獻臣起初並非想與之兵戎相見， 

而是極力拉攏。1938年12月，他曾託縣城的一位老拔貢到鬼莊、茅莊等村

寨，游說西北鄉紳與其合作，但被拒絕el。對於西北鄉紳而言，王獻臣的隊

伍混合了土匪、幫眾和逃兵，缺少合法性，而且西北村寨內外都有豐常駐

扎，如何輕言投靠王獻臣？自恃強悍的王獻臣改為武力進攻，但在崔莊寨即

遭到地方武裝和國共雙方的聯合抵抗。崔莊四周有高牆、炮樓和深壕，寨主

崔峴山世居崔莊，建造寨圩，經營村莊em。12月28日清晨，王獻臣捲土重來， 

率領兩團兵力，配合數十名日軍，耗費一天炸平崔莊防禦工事，攻入寨內，

崔峴山負傷，幼子戰死en。正當西北危急之際，適逢中共冀魯豫支隊路經豐

縣邊境前往江南，黃體潤拜訪隊長彭明治請求支援。29日拂曉，冀魯豫支隊

三千餘人包剿崔莊，殲滅王獻臣主力，將其趕回縣城eo，解除豐縣國共雙方

的生存危機，奠定豐縣抗戰初期的權力格局。

豐縣縣城淪陷之後，在舊的秩序已經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時，西

北鄉紳未敢輕易表態，而是在三方勢力之間觀望。對於村寨領袖而言，保家

高於衞國，自衞先於抗日，當抗日與自衞之間尚無因果關係時，就沒有抗日

的必要。這是西北鄉紳在長期暴力環境中培養的一種生存策略，而非國家觀

念或民族大義所能激發。

三　鄉紳的選擇

自豐縣縣城淪陷之後，不同政權進入鄉村，謀求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向

村寨強行推銷各自的近代化方案。1938年12月29日，中共冀魯豫支隊殲滅王

獻臣主力的當晚，隊長彭明治邀請黃體潤到茅莊會談，並下榻茅莊ep，豐縣

的權力格局逐漸明朗。因此，西北鄉紳領袖渠時漢在王獻臣被擊潰之後， 

主動協助清理戰場，並將九十多名俘虜關押在鬼莊，而在戰鬥中負傷的崔峴

山，戰後到了便集休養。面對西北鄉紳出現聯合抗日的迹象，日軍未有視而

不見。1939年1月，冀魯豫支隊改番號為蘇魯豫支隊，移防山東，駐守豐縣 

縣城內的日軍伺機反撲西北村寨，威懾地方。1月24日，日軍炮轟便集，次日

即攻入寨內，燒毀民房上千間，並將衣食搶劫一空；如本文開首所述，之後

又劫掠、焚燒鬼莊。西北三寨中，只有茅莊躲過一劫eq。日軍此次奔襲並未

大開殺戒，更多是一種警告性的立威；對糾結在抗日與自衞之間的地方鄉紳

而言，家園被燒掠，退無可退，自衞終於和抗日形成邏輯關係，即自衞必須

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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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鄉紳的抉擇	

西北三寨和鄉紳在國共兩黨之間選擇了國民黨，因為豐常承繼淪陷前的

國民黨豐縣政府，領導國共合作抗日，具有相當的正統性和合法性。1937年

抗戰爆發之後，豐縣西北的土匪趁機活動，士紳數次請求國民黨派軍協助剿匪 

駐防er；而以地方精英為革命對象的中共則不被西北鄉紳信賴。例如1938年

底擊潰王獻臣之後，國共武裝輪流駐守西北鄉村，中共向地方富戶募捐軍

費，因數目過巨且多寡不公，恐慌的富戶紛紛找黃體潤主持公道。同時，渠

時漢被中共蘇魯豫支隊指控有漢奸嫌疑，黃體潤為他剖白es。因此，地方士

紳投向國民黨，其後參與組建四區常備隊，抗日和自衞並重。

1937年底，豐常曾計劃在治下七區建立區常備隊，由各區提供壯丁和經

費，但由於缺少地方支持因而進展遲緩，最主要的困難是徵集槍枝。縣政府

無錢購買槍枝，只得以「抗日救國」、「抗日自衞」的口號向各區大戶抽調et。

此時豐縣戰事迫近，土匪蠢蠢欲動，槍枝成為地方自保的重要武器。西北三

寨所在的四區士紳拒不交槍，其理由為：槍借出後，無以防匪；擔心有人利

用槍枝投入軍隊；能剿匪者未能擔任隊長fk。可見，地方精英擔心失去槍枝

無以自衞，而且對豐常的人事架構不滿，即捐槍之後不能換取相應職務，無

權調用區常備隊以保護家鄉。在地方抵制之下，1938年1月，豐縣政府可調動

的槍枝總計不過七百餘支，多數是本地製造的窳劣槍，同時豐縣政府不得不

將區常備隊人數由計劃的250人下調至六十人fl。

豐縣的四區常備隊在西北鄉紳加盟之後才有了質變。四區常備隊是一支

以中隊長為核心，依靠親友關係和鄉土認同結合而成的民間武裝fm。核心人

物是渠時漢，他奔走西北鄉紳之間，動員茅莊的劉樹森、崔莊的崔峴山、夏

莊的劉德儉以及吳莊的吳欽忠加入。這些都展現了渠時漢的人脈，比如劉樹

森是渠氏的核心盟友，劉德儉是渠氏的聯姻對象，吳欽中長期追隨渠時漢剿

匪fn。渠時漢本人不惜毀家紓難，購買兩挺輕機槍，加上原有的長短槍和護

院武裝，組建了四區常備隊的特務中隊，並由其弟渠時淑任中隊長。夏莊武

裝編入區常備隊第一中隊，由劉德儉任隊長；崔莊武裝編為第二中隊，由崔

峴山任中隊長；吳莊和高莊的隊伍編入第三中隊，由吳欽忠任中隊長；茅莊

人馬編成第四中隊，由劉樹森任中隊長，便集士紳劉樹紀任副中隊長。在渠

時漢的長袖善舞之下，四區常備隊下轄四個中隊和一個特務中隊，每個中隊

約一百人，共有五百人，四百多支步槍和短槍，六挺輕機槍，地方精英與武

裝均囊括其中。四區常備隊平常由渠時漢指揮操練，忙時為農，戰時為兵，

在豐縣七個區常備隊中堪稱兵多將廣，武器精良fo。

為了堅定鄉紳的抗日決心，強化對國民黨的認同，黃體潤邀請甚有地方

聲望的老區長彭元仁重新出任四區區長，並兼任區常備隊的大隊長，渠時漢

為副大隊長fp。同時為了進一步掌控四區常備隊，黃體潤指派高莊的高世敏

為訓導主任。高世敏為黃體潤的得意門生，抗戰爆發後主持全縣壯丁訓練工

作fq。西北鄉紳投向國民黨抗日，傾力組建區常備隊，打破權力平衡，日軍

的戰火清洗隨之而來。如果說1939年1月日軍燒掠便集和鬼莊兩寨，只是對

西北鄉紳的一種警告，那麼同年5月的趙莊之戰則是刀刀見血，日軍對於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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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的西北鄉紳務求斬草除根。4月底，四區常備隊奉黃體潤命令進駐趙莊寨整

訓，目的是在麥收之前加強訓練，防備日軍搶糧。趙莊是四區鎮公所駐地，

咸豐十年（1860）修築了寨子和壕溝，扼守豐縣西北的要道。四區常備隊在趙

莊駐守半個多月，引起縣城內日軍注意，決意消滅地方抗日武裝，以儆效尤， 

方能安心駐扎。

5月23日，日軍調動徐州城及所屬豐縣、沛縣、蕭縣、碭山四縣一千餘人

的軍隊，攜四輛坦克車、四門大炮、二十餘挺輕重機槍，準備圍攻趙莊。當

日下午，黃體潤到趙莊動員四區常備隊狙擊日軍，展示地方武裝的實力和決

心；渠時漢當即表示四區常備隊與趙莊共存亡。相對於誓與日軍決一雌雄的

西北鄉紳，趙莊村民為了避免村寨化為焦土，殺豬勞軍，並集體跪在區指揮

所門前，請求區常備隊撤離，可見地方百姓並不認同鄉紳的軍事策略。在

1938年12月崔莊戰鬥中領教過日軍火力的第二中隊長崔峴山建議：「選拔驍勇

官兵，編成一個突擊中隊，夜襲日軍營地，其餘撤出趙莊。」fr但是，渠時漢

認為崔峴山幾十人在崔莊都曾經能夠與日軍周旋一天，何況他們現在有五百

人，而且每個中隊都有一挺輕機槍，能與日軍一決高下。彭元仁則認為如果

當即撤走，不好向豐常交代，最後決定堅守趙莊一天fs。

5月25日清晨，日軍用四門大炮轟炸趙莊的南寨牆及掩體工事，中午 

12時，日軍以坦克車和步兵三面圍攻，一點突破，從南門衝入寨子。章法大

亂的四區常備隊被日軍包圍，兩路援軍均被擋在外圍，只得從趙莊寨的北門

和西門強行突圍，並遭到日軍狙擊ft。戰後統計，四區常備隊據守趙莊的

三百多名官兵，130人捐軀，其中包括彭元仁、渠時漢、高世敏。五位中隊長

之中四位陣亡，而十幾位分隊長只有一人負傷脫險，其餘全部戰死。趙莊血

戰之後收集屍骨，安葬亡靈，四區幾乎村村有哭聲。渠時漢的長子渠敬思僥

倖脫逃，為鬼莊渠氏家族保留一絲血脈。劉樹森作為第四中隊長，原本帶隊

到趙莊北部防守，保護退路，一個說法是他因臨時出公差，逃過一劫gk。

西北鄉紳在趙莊一役喪失殆盡，其失敗的表面原因是兵力和裝備與敵方

懸殊，日軍有備而來，其炮火之猛烈為歷次戰役所未有，而豐常官兵為農民

出身，無正規軍事訓練和作戰經驗，如黃體潤回憶，「這個部隊的法律是以輿

論制裁，紀律是用感情維繫，作戰全憑血氣之勇」gl。但深層原因則是戰略落

伍，自捻亂以來，西北鄉紳數代積累據寨禦匪的陣地戰法，在日本現代軍隊

和武器抗擊之下不足以自恃gm。捻亂後築寨自衞的西北鄉紳，因加入國民黨

抗日而被日軍直接消滅，以鄉紳為中心的村寨體系隨即被打破。鄉紳之死使

國民黨在鄉間的地位岌岌可危，地方權力面臨分裂和重構，而與國民黨綁定

的殘存鄉紳只有避走他鄉的命運。

四　鄉紳別無選擇

趙莊血戰之後，倚重地方精英的國民黨指望茅莊寨主劉樹森協助收拾殘

局，重整旗鼓gn，但已經無力回天，一是因為劉樹森的影響無法比肩渠時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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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劉樹森本人已經失去道德威望。劉樹森在趙莊血戰中倖存，鄉間傳言他

提前接到漢奸密函，臨陣脫逃，到鄰縣金鄉的鮑樓避亂go。事實上，正是因

為劉樹森的第四中隊沒有在趙莊北部布防，致使四區常備隊的退路被封死，

造成向北撤退者大量犧牲。戰後地方輿論議論說：「如果渠時漢、崔峴山不

死，是會與劉樹森算賬的。」gp因此，劉樹森雖然僥倖未死，但作為地方精英

的道德和權威已經大為削弱。而渠氏長子渠敬思死裏逃生，料理家族喪事之

後，重整父輩的四區常備隊，但前後一年仍未湊足兩個中隊。

1939年6月，在趙莊大獲全勝的日軍建立以王獻臣為首的豐縣日軍政權。 

同時，日軍持續掃蕩豐縣西北，清剿豐常和地方抗日力量，強迫百姓推倒便

集的多處寨牆，豐常在緊迫之下移防魯西南單縣gq。鄉紳之死使國民黨在西

北鄉村元氣大傷，在日軍的燒殺壓力之下，四區人士甚至向黃體潤陳情，計

劃推選鄉鎮保甲長，幫助日偽募捐修路，拔除作為青紗帳的莊稼高粱，維持

地方秩序。黃體潤表示四區只有「抗日」或「漢奸」兩條路，絕不准有兩面派，

助敵者即是漢奸，查明後一律槍決gr。缺少鄉紳支持的國民黨只能依靠軍隊

整頓地方。9月，豐常再次移防西北三寨，因便集的大煙吸食風氣再度繁盛，

黃體潤督率官兵搜剿煙館，肅清煙毒。黃體潤還在茅莊槍決為日本人組織維

持會的豐縣李寨鄉紳戴子山，以儆附逆的地方人士gs。同時為了阻止日軍機

械化部隊的大掃蕩，豐常組織破壞便集等四個村寨的道路和橋樑，將道路挖

掘成縱橫交錯的蛛網式壕溝gt。

相對於國民黨，中共開始在豐縣西北着力鄉村政權建設，填補因鄉紳之

死出現的權力真空。中共自抗戰以來一直在西北村寨活動，中共黨員路光 

前將黃佑文、李學文、袁敬文、宋漢三等鄉民發展成黨員，地方稱之為「三文

一漢」。他們在抗日統一戰線下將中共黨團組織植入當地，發展勢力。袁敬文

和宋漢三均為青幫人士，以「安清幫」名義收徒，參加中共革命hk。同時拉攏

地方士紳，例如袁敬文與便集鄉紳劉福德私交甚好。「三文一漢」在西北鄉村

發展黨員近百名，並把各自生活的村莊建為中共據點村。1939年5月，中共成

立蘇魯豫邊區黨委，轉向地方政權建設。在四區，由路光前任區委書記，袁

敬文任區長。西北三寨的中心便集因此出現兩套行政體系：國民黨原本設有

鎮公所和鎮長，共產黨此時也設立鎮公所，並指派劉福德為鎮長。為了避免

國共兩套行政系統在便集直接衝突，劉福德將中共的鎮公所設在便集村北兩

里的王雙樓，晚上也不住便集，而是住在村西四里的單縣姬集，其日常工作

一是為八路軍徵集公糧，二是接待中共來往幹部hl。國共兩黨在地方的競爭

預示着更大的危機。

豐縣西北鄉村自成王國，孤絕於日軍控制之外，而國共雙方都試圖控制

該地區，二者矛盾逐步突顯。國民黨對中共的擴張不能視若無睹。1939年 

4月，鑒於共產黨「猖獗活動長足發展」，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防制異黨

活動辦法〉hm。同月，江蘇省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董鐸召集徐州各縣縣長推行

反共政策，規定鄉紳所有槍枝不准給予八路軍游擊隊、不供給八路軍糧食

等。與此同時，豐縣所屬的中共湖西根據地發動肅清「托派」運動，豐縣的

c192-202108007.indd   71c192-202108007.indd   71 9/8/2022   下午2:289/8/2022   下午2:28



72	 學術論文 四十餘名中共幹部因「托匪」嫌疑被槍決，地方精英黨員幾乎被一網打盡hn。

血腥的大肆捕殺使地方風聲鶴唳，國民黨和民眾普遍對共產黨產生恐懼和排

斥，從而加劇分裂。1939年底，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南下，黃體潤利用豐常的

裝備與兵力優勢，順勢把中共勢力壓縮在西北邊境，即所謂「東西一條線，南

北一槍穿」的一個狹長的弧形地帶。1940年上半年，豐常雖頻繁移防，但基本

以便集為中心據守聯防ho。

國民黨以武力驅逐共產黨，而中共同樣以武力重返豐縣西北。1940年

春，中共黃河支隊在彭雄的率領下抵達蘇魯交界，駐扎便集以西十里的單

縣。黃河支隊指派中共縣長和區長，收繳地方武裝，與豐常時有摩擦，戰鬥

有一觸即發之勢。6月13日，江蘇省第九區行政專員湯敬駐茅莊視察。14日

凌晨，黃河支隊先下手為強，突襲豐常，重點攻打便集以及豐常所駐的孫

莊，地方史稱為「六一四」事變hp。黃河支隊事先派人混入便集，進攻時打開

西寨門，駐守的豐常猝不及防，七百餘人或死或傷，亦有被俘者。隨後，黃

河支隊進攻孫莊，激戰竟日，豐常由於彈藥告罄，與湯敬一併撤出西北hq。

相比歷史上著名的「皖南事變」，「六一四」事變提前半年預演了國共的武力 

決裂。

「六一四」事變之後，豐縣西北被中共獨佔，殘存的鄉紳面臨順從共產黨

還是追隨國民黨的選擇。鄉紳在趙莊血戰中見識過日軍的殘暴，在便集夜襲

中又見識過共軍的效率，意識到與日軍、共軍兩面作戰過於危險，紛紛脫離

四區常備隊hr。渠敬思作為重組的四區常備隊中隊長，駐守便集，在事變中

被黃河支隊俘虜，中共派人聲明必須交上兩把短槍才能放人，渠氏家族幾經

周折買了短槍，才把渠敬思贖回hs。劉樹森則受到內弟周冠五之邀參加中共

革命。周冠五是山東金鄉縣人，1937年加入共產黨。周冠五動員姐夫劉樹森

投身中共，但劉樹森拒絕其邀請，並將千餘排子彈贈予豐常，然後將數代積

累的銀元深埋地下，攜帶細軟，舉家避亂他鄉ht。抗戰爆發以來，在國家暴

力對地方社會謀求控制的過程中，無論日軍、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超出鄉紳

的掌控，繼被日軍清洗之後，劫後餘生的西北鄉紳又深陷國共分裂之中，已

與國民黨綁定的他們別無選擇，只得捨棄家園，避走他鄉，其出走為中共建

設紅色鄉村創造了條件。

1940年6月，中共在豐縣北部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與退守豐縣南部的國民

政府以及盤踞縣城的日軍政權，三足鼎立ik。西北三寨隸屬抗日民主政府，

仍稱四區，由馬樂三任區長。馬樂三自1933年起在便集小學任教，期間傾向

中共革命；1938年學校因為抗戰停辦，他率領多位來自鄉村中上等家庭的學

生參加李貞乾的抗日義勇隊，並加入中共；之後又有二十多位學生追隨他參

加中共革命，便集小學成為西北鄉村的中共革命輸出地il。馬樂三的學生劉

文軒和劉文晉先後擔任便集村長，組織「農救會」和「婦救會」，代替鄉紳經營

村寨，並建立編村聯防，動員參軍擁軍，把最好的糧食交給中共im。同時中

共施行極端的土地政策，即沒收富者家產，並索要地畝冊，每人只准留有兩

畝地，其餘地畝所收糧食都須充公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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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貫徹土地政策，中共在西北村寨發展黨員的策略從富家子弟轉向貧

農子弟。例如馬迎時生於便集貧苦農家，1940年參加村裏擁軍和清算地主的

運動；陳雲憲出身便集貧農之家，是村中活躍份子，1941年擔任「農救會」會

長，同年8月加入中共，領導開展土地運動和反霸鋤奸活動io。為了給土地改

革運動建立合法性，中共在各村鎮宣傳，製造鄉紳與農民的階級對立意識，

例如改寫民間歌謠《太平年》，按月對比地主與佃戶的日常生活：「正月裏來是

新春，佃戶餓得皮包筋，地主過年吃魚肉，佃戶過年吃草根」，並將佃農的貧

困歸結為「二八種地」制度的剝奪性：「鋤二八，真不易，出盡牛馬力，十粒糧

食分二粒，不夠三個月吃。」因此，佃農要在中共領導下減租減息ip。1942年

之後，在路過湖西革命根據地的劉少奇指示下，地方激進的土地政策演變成

「減租減息運動」，各區鼓動群眾說服地主由二八分租減為三七分租，同時將

借債利息消減15%至20%iq。

不過，中共在四區的鄉村政權建設受到強大牽制。首先，控制四區鄉村

的共產黨面臨日軍和國民黨的武裝威脅。「六一四」事變之後，豐常受江蘇省

政府命令改編為「豐縣保安旅」，下轄四個保安團，其中第二保安團在團長彭

世亨的指揮下，負責防守豐縣南部和襲擊四區的中共勢力。例如1940年8月， 

中共湖西專員李貞乾率領百餘人駐扎茅莊，保安團夜襲茅莊，被中共的哨兵

發現，但是寨子牆高壕深，攻堅不易，只得撤回ir；1943年8月，便集的兩位

共產黨籍村長劉文軒和劉文晉被彭世亨抓到後處決is；12月，馬樂三在便集

南部被國民黨誘捕並活埋it。

其次，減租減息運動觸及中農以上的利益，導致鄉紳的反抗。1940年底， 

鬼莊的渠時湘組織四區自衞隊，又在四區成立「黑殺隊」，夜襲中共幹部，後

被編入第二保安團特務連jk。1941年宋漢三擔任中共鬼莊鄉長期間，被「黑殺

隊」逮捕，關押時僥倖脫逃jl。另一位中共黨員李化玉是中共敵工隊的主要成

員，1941年冬被「黑殺隊」抓獲並殺害jm。由於各方的牽制，加之中共政權尚

未穩定，地方政策相對收斂。

1944年7至9月，中共大軍挺進蘇北，擊潰黃體潤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將

其完全趕出豐縣，減租減息運動開始轉向激進的公開批鬥會。12月，中共豐

縣第一次組織群眾運動批鬥地主鄉紳，清算歷年來的賬目，把地主的糧食、

牲口和錢財分還給佃農jn。據渠時湘說：「四五區之姦匪，已鼓動無業遊民，

向有資財之戶，開始鬥爭，其侮辱富戶之法，種種不一，有剝去身上之棉

衣，令其赤裸受凍者；有唾面掌面，令其自乾者；有繩捆索綁，令其自訴苛

待窮人之罪狀者；有令地主向佃戶反稱呼者；（如佃戶原呼地主為大叔，現地

主須呼佃戶為大叔）⋯⋯因之稍有資財之家，多紛紛向外逃避矣。」jo不堪侮

辱和懲罰的地方精英紛紛外逃。渠敬思原本計劃收拾鬼莊被日軍燒過剩下的

五間舊房，「操辦農具，大幹一場」，可是正值減租減息運動在鬼莊開展，中

共開會批鬥渠敬思，並且索要幾千斤甚至萬斤糧食，如果拿不出糧食，就繼

續批鬥抓人。渠敬思躬耕故里的田園夢破滅，只得逃亡到安徽蚌埠投靠族

親，開小飯館營生jp。1945年7月，日軍撤出豐縣縣城，中共軍隊乘機進駐並

拆除城牆；站穩腳跟的中共開始清鄉，批鬥鄉紳，為土改做準備。

c192-202108007.indd   73c192-202108007.indd   73 9/8/2022   下午2:289/8/2022   下午2:28



74	 學術論文 五　結語

自咸豐、同治年間的捻亂以來，位於蘇魯兩省交界處的西北三寨，形成

以鄉紳為中心的村寨體系，作為應對社會失範的一種制度設計。鄉紳以寨子

為基礎，凝聚家族和社群，強化自衞和自治。抗戰初期，村寨領袖在王獻臣

領導的抗日自衞隊、共產黨和國民黨三方之間觀望，在抗日與自衞之間徘

徊。直至1938年底，歸順日軍的王獻臣主力被殲滅，豐縣權力格局明朗，鄉

村士紳出於自保，投向國民黨，全力組建區常備隊，但隨即在1939年的趙莊

血戰被日軍消滅。而國民黨也因此在鄉村失去權力基礎。共產黨則在權力的

裂隙中代替鄉紳經營地方，從而加劇與國民黨的鄉村爭奪。1940年6月國民黨

被共產黨趕出豐縣西北，殘餘的鄉紳多逃亡他鄉，為中共在蘇北創建革命根

據地創造了條件，當地被建設成為紅色基地。

淮北地區自捻亂以來寨圩林立，豐縣並非個案。例如民國初期，與豐縣

同在徐州的宿遷縣有115座村寨，睢寧縣有103座村寨，銅山縣則有166座村

寨jq。眾多的寨圩成為淮北鄉村自治的物質基礎，而學界卻極少以寨圩審視

淮北鄉村的近代權力變遷。裴宜理研究淮北鄉村的暴力與革命，但對作為地

方武裝載體的寨圩並未實際展開，甚至將「圩」誤讀為「於」jr。西北三寨的淪

陷政治表明，蘇北鄉村實質性的近代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始於抗戰，清末

以來以寨子為中心的鄉紳社會被日軍直接擊潰，從而為中共的重建提供契機， 

而非如裴宜理所言中共通過收服鄉間自衞組織，立足淮北js。恰恰相反，正

是強大的鄉紳自衞組織及其寨圩被日本清除之後，中共才得以控制蘇北鄉

村，豐縣案例提供了「裴宜理範式」之外的另一種權力變遷模式。

雖然抗戰之初，中共回鄉黨員透過宗族、朋情以及幫會發展共產黨組織

網絡，但是強大而穩固的鄉紳自治壓制了中共，導致中共本土力量不足以自

持。因此，中共除借力日軍立足豐縣西北鄉村，同時還兩次借助外來的中共

軍隊。第一次是彭明治的蘇魯豫支隊擊敗王獻臣，挽救中共於危亡之際；第

二次是彭雄的黃河支隊夜襲便集，製造「六一四」事變，將國民黨趕出西北，

奠定共產黨的紅色基地。總而言之，以寨子為基礎自治的西北鄉紳，在自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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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村寨自治傳統至此被終結，從此再未脫離政權的直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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